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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事变”前夕
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彭 敦 文

[摘　要] 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 ·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 、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

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 ,在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 ,

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 ,则由于主要国家如英 、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应冷淡 ,未能实现 。这

种状况 ,一方面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 ,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得

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 ,中日战争最终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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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曾经试图着力推动欧美国家抑制日本侵华。但是 , 1933年 2月国联

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结果显示 ,欧美国家虽然对日本独占东北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但谁也不愿

意积极推动对日本实施有效制裁。这种状况使得国民政府转而和日本寻求交涉和妥协 ,以局部退让换

取中日关系的稳定 ,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 ,日本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停止进

一步侵华 ,相反由继续蚕食华北发展为对华北实施分离 ,形成了著名的“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 ,国

民政府逐渐调整了对日政策 ,由原来的妥协退让转变为强硬 ,并力图利用国际力量抗衡日本 ,这一策略

即为“大国合作制日” 。

一 、推动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的诸因素

“华北事变”发生后 ,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较大变化 。在 1935年 11 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 ,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关于“和平” 、“牺牲”的讲话 ,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决不放弃和

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亦决不轻言牺牲”
[ 1]
(第 165页)。接着 ,在次年 7月 ,蒋又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发表讲话指出 ,所谓“最后关头” ,是指“用尽政治外交方法”仍然不能排除“我们不能容忍的” 、“危害到我

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的时候[ 1]
(第 166 页)。这些讲话不仅表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将不再退让妥

协 ,而且暗示国民政府将以“政治外交方法”来努力舒缓中日矛盾 。为此 ,蒋介石强调 ,要“以整个的国家

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 , “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与“经济合作” ,并以此来决定与各国的“离合友敌”

关系[ 1]
(第 165 页)。蒋介石这些表明立场的讲话是国民政府将要开展大国外交的一个信号。

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来强调“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与“经济合作” ,是受 1935年前后国民

政府内部政治格局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因缘互动综合影响的结果 。具体地来讲 ,以下几个方面

是直接推动国民政府重新强调国际合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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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大国合作制日力量压倒怀疑大国合作制日力量的结果

《塘沽协定》以后至 1934 、1935年之交 ,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外交状况是:一方面日本不断逼夺华北更

多的权益;一方面国际对中日问题采取观望态度 。同时 ,国民政府自身对大国合作制日亦处于消极之

中。在此种情况下 ,国民政府实施所谓“道义外交” ,谋中日之间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某些冲突问题。

而从 1934年底至 1935年 6月的“道义外交”实施成效来看 ,它非但没有改善中日关系 ,缓解矛盾 ,反而

使日本借机向中国提出了“取消排日” 、“经济提携”等一系列的要求 ,并在华北制造了“胡白事件” 、“察东

事件” ,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同时 ,直接要求中国放弃“以夷制夷”政策 ,接受日本的控制 。而以汪精卫

为首的大国合作制日怀疑派在日方进逼下仍以妥协求苟安 ,汪不仅指示同意日方就“察东事件”和“胡白

事件”提出的各项要求 ,而且还拟同意日方提出的中日联航问题 。这激起了国民政府内部抗日派及大国

合作制日派的猛烈反对 ,他们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直面抨击汪精卫卖国 ,并赞成汪辞职 ,以打击汪派[ 2]
(第

365 页)。同时 ,由于看到对日退让没有出路 ,主张联合英美 、苏联以抗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国民政府

内部 ,除较早即主张与“英 、法 、美人民特别联络”及与苏联“亲近”的冯玉祥外
[ 3]
(第 542 页),孙科于 1935

年底认为联合苏联实行抗日的“时机已到” [ 3](第 646 页),李烈钧也于此时主张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应实行

“联俄”[ 4]
(第 1340 页)。此后 ,张继 、邵元冲等原先积极反共的人也主张联俄制日。孙科 、邵元冲甚至表

示为联俄抗日愿意亲自到苏联去
①
。蒋介石本人 1935年后尽管在口头上没有宣传联苏的重要性 ,但对

加强与苏联的接触也作了秘密安排 。阎锡山 、陈诚等人也表示国民政府应联俄制日 。这些情况表明 ,主

张大国合作制日派的阵营日益壮大 ,推动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的力量基本形成。相比之下 ,以汪精卫

为首的怀疑大国合作制日派在 1935年 11月汪精卫遇刺和 12月唐有壬遇刺身亡之后 ,受到沉重打击 ,

在中央政府中的力量被严重削弱。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 ,其亲信张群出掌外交部 ,冯玉祥出任军委

会副委员长 ,王世杰 、翁文灏 、蒋廷黻等主张抗日的学界名流也出任政府职务 。国民政府内部的这些变

化为其外交政策上采取更为积极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提供了前提。

(二)英日 、苏日矛盾的尖锐化也为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提供了条件

英国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利益 ,日本侵华以后 ,英国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以避免与日本发生激烈

的矛盾冲突 ,从而损害自己的在华利益 。随着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继续侵华 ,英国及其在华企业的利

益受到严重影响 ,据统计 ,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 ,英国在总额中所占比重由 1934年的 12%进一步下降

至 1935年的 10.6 %,而日本则由同期的 12.5 %上升至 15.6%(东北除外)
[ 5]
(第 65 页)。英国商人“抱怨

大规模公开走私对他们的经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并感到“长江下游的羊毛 、糖和煤油市场正在崩

溃中”[ 6]
(第 56 页)。为了保护其利益 ,英国政府开始考虑与日本协调在华行动问题 。在华英国公司更是

积极活动 ,他们组成“中国市场院外活动集团” ,推动政府在中国市场上采取与日竞争政策 。其中尤以怡

和洋行的凯瑟克兄弟(John Heany Kesw ick 和 William Johnston Kesw ick)和帝国化学公司主席亨

利·麦高恩(H arry M acGow an)活动最为积极。由与中国有关的 19家公司的 20名代表签署的被称为

“麦高恩报告书”(M acGow an Memo randum)的文件 1935 年 5月被送到商业大臣朗西曼手中。报告书

中声称“除非英国采取强硬立场 ,否则 ,她在远东的利益以及她可能拓展中国市场的力量 ,都将受到严重

削弱”
[ 6]
(第 145 页)。基于这种情况 ,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派遣李滋罗斯使团出访远东 ,谋求有关中国市场

的利益协调。所有这些 ,反映出英日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已达到较为尖锐的程度。从苏日矛盾来说 ,

1935年下半年以后 ,随着日本在国际上提出“共同防共”问题 ,其反苏意图日益明显。1935年 5 、6月间 ,

日驻德武官大岛浩开始与德讨论缔结同盟以共同对苏问题。日参谋本部从日苏对抗的观点出发 ,竭力

推动日德结盟。“二 ·二六”事件后组成的广田内阁也将反苏反共作为外交政策重点 ,决定与德国提携 ,

以牵制苏联[ 7]
(第 613-614 页)。在日本各方面推动下 ,德日于 1936年 11月 25 日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

际协定》 。与此同时 , 日本向中国也提出华北“共同防共”问题 ,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意 。另

一方面日本还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冲突事件 。193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数十次的冲突” ,并且这种冲突

“处处有引起重大纠纷的可能”[ 1]
(第 436页)。苏联为防备日本的进攻 ,不仅加快远东军事设施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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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 。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以后 ,苏联为表示对日不满 ,又

停止了原已谈判好只待签字的《苏日渔权协定》 。这些说明苏日矛盾已臻白热化 。英日 、苏日矛盾的上

述发展状况 ,无疑使中国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加重。对此 ,蒋介石曾深有体会地说 ,国际形势的急

剧变化 , “间接使我们国家的地位比以前重要”[ 7](第 1040 页)。所谓重要 ,其涵义是指在遏制日本的进一

扩张中 ,大国也需要中国的协助。换句话说 ,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中 ,其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有了

国际关系方面的客观基础 。

(三)中美关系中的某些发展变化也为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创造了条件

1934年以后 ,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比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更为软弱 。对日本 ,美国竭力避免与

其发生摩擦 ,姑息纵容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对中国 ,则实行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害的白银政策 ,造成中国

白银严重流失 ,流失量总计达 64 500万盎斯 ,占当时中国白银流通总量的一半[ 8]
(第 37 页),导致了金融

危机的出现。同时 ,它也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关系 ,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力 ,而使日本从华北的白银走私

和国际贸易中大获其利。为了拯救困难中的中国经济 ,中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不断呼吁美国政府改变

白银政策 ,支持中国币制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美国有关人士虽然认识到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危害和

对日本的有利 ,但直到 1936年初 ,美国仍未根本确立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政策 。到 1936年 5月 ,中美

两国代表经过艰难谈判 ,才达成支持中国币制改革和稳定金融的《中美白银协定》 。这一协定虽然使中

国经济更加依附于美国 ,适应了美国的现实需要 ,但它结束了对中国金融危害极大的白银政策 ,并贷款

2 000万美元给中国以支持币制改革 ,表明美国最终回到考虑中国的白银危机和日本加紧侵华这一总

体局势的轨道上 ,中美关系也由此得到了加强 。因此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 ,从总体态势上看 ,为国

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提供了条件。

正是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推动下 ,国民政府逐渐转向以大国合作制日策略为主来对抗日本进一步

扩张的企图。

二 、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华北事变”后 ,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的最初表现是 1935年 11月至 1936年 5月的币制

改革 。从大国合作制日的角度来看 ,币制改革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一方面 ,国民政府所面临的金融危

机使其在日本与美 、英争夺对中国金融控制权的斗争中 ,选择加入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 ,向大国合作制

日迈开了一大步;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选择加入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又从经济上加强了与英 、美的联系 ,

从而为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奠定了基础。两方面互相推动 ,为“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合

作制日策略实施打开了局面。因此 ,币制改革虽然是国内经济问题 ,但它包含着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

的国际战略内容 。这主要表现在:(1)国民政府竭力反对英日共同贷款支持中国币制改革 ,而寻求英国 、

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支持。(2)国民政府通过加强与英美的金融联系 ,迫使日本同意向国民政府移交部分

白银 ,使整个币制改革稳步推进。由此可见 ,币制改革本身也是“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

略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实践 。

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在币制改革上的成功实践 ,为国民政府进一步实施这一策略展示了更大的前景。

为进一步抑制日本的侵略扩张势头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谋求在政治上联合欧美国家 ,为此提出了与美 、

英 、法 、苏等签署太平洋地区公约的建议 。据有关资料 ,蒋介石是这一公约的首倡人 。1936年 6月 ,他

在与李滋罗斯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指出 ,如果苏联 、中国 、英国和美国同意达成某种互助协定 ,它将能保证

远东和平 。同时 ,他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这一建议并未受到重视 ,英国亦

未对此作出正式答复 。相反 ,英国此时正与日本就在华利益的分配问题进行谈判 ,日本要求英国在中国

问题上与其进行合作 。这一谈判自 1936年 7月一直延至 1937年 7月 ,整个谈判虽然未得任何成果 ,但

表明英国这一时期内对日本仍然采取绥靖政策。蒋介石在其建议得不到英国支持的情况下 ,转而向苏

联寻求合作。1937年 3月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表示对太平洋地区公约感兴趣 ,并向蒋廷黻表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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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公约才能最终制止日本侵略和保障远东和平 。日本不可能也不敢与其它太平洋国家的联盟对

垒” 。同时 ,苏联方面告诉蒋廷黻 ,鲍格莫洛夫已受令就此问题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出于抑制日本扩张

的共同需要 ,中苏两国一拍即合 。4 月 ,孔祥熙 、陈立夫 、蒋介石 、王宠惠(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后

与鲍格莫洛夫进行会谈 ,以极大的兴趣了解苏联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方面总的立场是 ,中国在国际

上率先提议进行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的谈判 ,然后由苏联响应 ,苏联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成此

事” 。苏联的态度使国民政府对太平洋地区公约更为热衷。同月 ,孔祥熙出访欧洲② ,其出访目的 ,一方

面是为推动太平洋地区公约的形成;一方面是要争取欧洲国家的贷款。两者均与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

日策略实施有关 。在欧洲 ,顾维钧等人也将这一公约“视为可能导致主要大国合作以维持远东和平的途

径” ,而把它当作“重要的问题” ,频繁与欧洲各国外交官员和政要交换意见 。5月 ,在伦敦帝国会议期

间 ,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J.A .Lyons)也在会上建议有关国家在太平洋地区达成一项区域性谅解和不

侵略公约 。这对中国推动太平洋地区公约实现 ,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孔祥熙在欧洲的穿梭访问中 ,

更加竭力地敦促各国同意并实施这一建议。但正当国民政府致力于推动这一协定的成立时 , “七·七事

变”爆发 ,整个工作付诸东流 ,国民政府也放弃了达成公约以抑制日本的想法 ,而转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实

施全面抗战。

提议中的太平洋地区公约 ,其根本动机是要联合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 ,它首先得到了苏联和澳

大利亚的支持 ,也得到国际上有关人士的赞同 。并且它也确实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对日本侵略扩张予以

遏制的有效国际途径 。而这样一个好的设想在当时未能付诸实现 ,对于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

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形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是成立太平洋地区性公约的建议虽然得

到一些国家的支持 ,但起关键性作用的英 、美国家并不是真心真意的想将其付诸实施。如上所述 ,英国

政府一开始就不是认真对待蒋介石的建议 ,对苏联的类似建议也采取敷衍态度 。后来 ,当莱昂斯再次提

出时 ,外交大臣艾登认为 ,这是莱昂斯自己想为大选捞取“政治资本” 。他对中国大使郭泰祺则解释道:

“若只是为了缔结一个互不侵犯协定 ,那么非战公约已经够了” ;若是互助协定 , “美国肯定不会赞成” ,势

必失败
[ 9]
(第 389 页)。后来 ,外交部次官贾德干又告诉郭 , “满洲问题”不解决 , “订立协定的这个想法是

没有用的”[ 9]
(第 399 页)。6月 ,艾登还向日本表示 ,英国不打算签订太平洋公约 。可见 ,英国政府是持消

极态度的 。美国的态度甚至更为保守 ,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在与孔祥熙交谈时 ,尽管也表现出一定兴

趣 ,但同时表示如果是要达成互助公约 ,美国公众舆论“不会容许政府去签署一个承诺参与战争的书面

协定”
[ 9]
(第 398页)。国务卿赫尔在 7月 1日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表达美国远东政策的倾向时也指

出 ,美国将执行传统政策 ,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承担责任或建议结成联盟的协定[ 10]
(第 532-533 页)。没

有美国 、英国的支持 ,太平洋地区性公约当然就无法实现。

未能达成太平洋地区性公约对中国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使国民政府不能在战争爆发前建立一个

具有战略性的国际关系网 ,即未能使与太平洋地区和平问题有关的国家加入制止战争爆发的行列 。二

是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 。中苏两国对太平洋地区性公约立场一致 ,都希望它能成功。但在太平

洋地区性公约与中苏两国之间的条约谈判关系问题上 ,苏联方面更注重前者 。1937年 4 月 ,鲍格莫洛

夫明确向中方表示 , “只有弄清根本不可能签署太平洋公约之后 ,我们才会重新讨论双边互助条约的问

题。”正是由于中 、苏在 4月以后 ,外交重点都着眼于太平洋公约 ,因而使得“七 ·七事变”前夕的一段时

间内 ,最能对日本侵华起抑制作用的中苏关系无实质性进展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苏两国都

想将英 、美 、法拉入制止日本扩张的行列 。

除争取达成太平洋地区性公约之外 ,国民政府还为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做了一些其它工作 。孔

祥熙访问欧洲时肩负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尽量争取欧洲的经济支援。在他的计划中 ,对法国政府准备提

出“飞机 、整顿 1914年借款和铁路投资”问题
[ 9]
(第 385 页)。对英国 ,他计划贷款“一亿二千万英镑 ,以整

理总数在二十亿元国币的国内公债”
[ 11]

(第 419 页),稳定国内金融。为此 ,他分别会见了财政大臣 、财政

委员会和外交部官员 、英格兰银行总裁 、李滋罗斯等人 ,争取英国的对华金融贷款。并以同意英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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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聘请英人作为特别财政顾问 、同意指派一个英国人接替梅乐和(Sir Frede rick M aze)任总税务司和重

新雇用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服务 、同意贷款只用于稳定通货而不用于购买军火等苛刻条件 ,与英国达成

了原则上的贷款意见(后来英方并未践约)[ 6](第 206 页)。与其它欧洲国家的贷款接洽 ,也紧锣密鼓地进

行③。此外 ,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外交会谈中还对日本人宣传中国大国合作制日的观

点。孔对来访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说 ,“现在俄国已大整远东军备 ,尤其空军进展甚速 。英 、美亦已开始造

舰 ,尤其英国在新加坡 、香港等地 ,建立极巩固之海军根据地 ,且已有四万万金镑之庞大国防预算 ,试问

日本究有何许资力 ,可以与此数国相对抗?”王也说 ,中国“只须准备以一国为目标之军备 ,而贵国则同时

须准备对英 、美 、俄等国” 。辞意之间 ,对大国合作制日的基础充满信心。这反映出国民政府要实施大国

合作制日策略的基本战略观点 ,以及想以此使日本明白利害和希望其就此止步的意图 。大国合作制日

与大国合作遏制战争爆发的意图十分清楚。

在经贸关系上 ,从国民政府财政部编制的《购买外国军火 、军械统计表》看 ,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军火

贸易关系在 1936年以后也得以加强。从进出口贸易来看 ,国民政府也维持了与英 、美稳定的贸易关系 ,

以美国为例 ,1937年美对华输出总额为 6780万美元 ,是日本(2470美元)的两倍多(日本对华出口数额

不包括东北在内)。在贸易结构上 ,也逐渐转向以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 、化学品为主
[ 12]

(第 243 页)。这些

有力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国防建设 。它是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指导下努力的结果 。

从上述情况来看 , “七 ·七事变”前夕 ,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中的特点是政治与经济并

重 ,而重点在联合英美以抑制日本;而这一策略也使它获得了苏联 、澳大利亚的支持 ,但由于英美未能鼎

力支持 ,其政治目的未能达到 。同时 ,国民政府通过加强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 ,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在

一定程度上得以稳定和增强 ,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些反映出欧美国家更注重

在经济上与日本争夺中国 ,而在政治上对日本则相对较为妥协的一般倾向 。

加速国家经济建设 ,推迟和避免中日战争的爆发 ,是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之后的最大目标。仅仅

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推迟和避免中日战争 ,显然不够 。因而 ,通过大国合作制日来实现推迟和避免战

争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 ,无疑是最佳选择 。通过上面考察可以看到: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

变”前力图将其实施 ,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 ,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

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 ,币制改革和与欧洲国家的军火贸易及贷款业务的初步开展(尽管很多只是

意向性的),都说明了这一点。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 ,尽管得到了苏联和澳大利亚的响应 ,但由于主要

国家如英 、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映冷淡 ,使其未能变成现实。而总的来看 ,一方面 ,这一时期大国合作

制日策略的实施仍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 ,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而

有效的实施 ,中日战争的爆发最终未能避免。

注　释:

①　孙科表示愿去苏联一趟 ,见《冯玉祥日记》第四册 , 第 747 页。邵元冲表示愿去苏联从事联苏工作 , 见《邵元冲日记》 ,

第 1391 页。邵元冲在日记中记道:致函蒋介石 ,“谓宜致力于与苏联提携 ,如有可能 , 则余亦可出国一行云云。”

②　孔祥熙出访欧洲的名义是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 ,但据《鲍威尔对华回忆录》 ,(鲍威尔著 ,邢建榕等译, 知

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孔祥熙出访欧洲的动因是接受苏联建议谋求组织一个国际性的军事同盟(该书第 276-277页)。

③　据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 , 孔祥熙在欧美穿梭活动 ,与英 、美 、法 、捷克等国家进行了多笔

贷款的交涉 ,很多都达成了原则同意的意向。杨格甚至说 ,“如果不是受阻于战争 ,中国的借款活动正在走向一个新

的阶段。”参见该书第 419-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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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for Dealing with Japan among Big Powers before “7·7 Incident”

Peng Dunwen

(Schoo l o f History , W 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cooperation for dealing w ith Japan among big pow ers that aimed to postpone the

outbreak of sino-Japane se w ar w a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 impor tant fo reign st rategy before “7

·7 incid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 ing this st rategy , the Anglo-American countries affo rded to

som e ex tent support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 whereas the po li tical cooperation couldn' t become reality

because of the the Ang lo-American countries' cool response.On one hand , this si tuation contributed to

fo rm the ove rall resistance policy af terw ards;On the o ther hand , the anti-Japanese w ar f inally broke

out as a result of not im plementing fully and ef fectively cooperation in poli tical and econom ic areas at

the same t ime.

Key words:before “7·7 incident”;N ationalist Government;cooperation for dealing wi th Japan

am ong big pow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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